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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旅途 
   ——写给青年人 

谢家麟 

编者要我为青年人讲讲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踌

躇再三，终于执笔。踌躇是因为自身经历不一定能

为后人取仿，而且可能起了误导的作用。执笔是因

为当代青年们的成长取向，密切关系国家的前途和

人民的命运。作为一个在科技领域徜徉了半个世纪

以上的工作者，在人生之旅到站之前，觉得有责任

把自己的足迹记录下来，把自己的经历告诉青年人。

这些可以作为他们人生道路的参考，或许可以增添

他们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青少年时代 

我于 1920年出生于哈尔滨，祖籍河北省武清县

康裕庄（现隶属于天津市），父亲曾是哈尔滨的知名

律师，后迁居北平。 

童年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军阀混战给农民带

来的痛苦却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记得有一年，我住在康裕庄农村，有一批败兵过境，

他们要村民收买他们的枪支并提供服装供逃脱之

用，并把村里辈分最长、年龄最高的我的祖父捉去

与他们谈判。祖父恳求他们考虑村子小、财力少的

困难，允许只买少数枪支，他们却坚持必须多卖，

谈判不成，他们殴打了祖父，并把他外面的衣服脱

去，让他在凛冽的寒风中只穿着内裤哆嗦着回了家。

这件事使我幼小的童心对这些败兵痛恨之极，然而

一些其他的情况又使我对他们产生怜悯和同情。在

离村不远的大道旁，我看到过几只野狗在争着抢吃

一个兵士的尸体。这些人本来多是无辜的农民，而

何等不幸落到如此的下场！ 

1934年，我回到北平的父母身边，进入汇文中

学就读。汇文中学是一个教会学校，在当时北平的

中学里有一定名气。其设于地下室的物理课实验室

设备齐全。物理教师张佩瑚用英文讲课，条理分明，

深入浅出，很能引发学生对物理的兴趣。但我那时

除了受到物理课程的吸引外，主要爱好是在无线电

和电气上。平时沉溺于玩弄无线电，和当时的一般

业余爱好者一样，我从最简单的矿石机做起，用耳

机听当地的广播，发展到使用真空管，先做单管机、

再加低频放大线

路，改用喇叭听。

然后增加高频放

大，提高灵敏度。

在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占北平之后，我自制的

短波收音机就成为我们全家每天了解抗日战争情况

的唯一渠道了。此外，我对诗词也有强烈的兴趣，

在此期间背诵了不少名作。一直到了高三，升学问

题迫在眉睫，使我不得不放弃业余爱好而多念些书

本来应付考试，“临时抱佛脚”的结果使我得以侥幸

被保送，在 1938年进入了燕京大学物理系。 

那时北平已被日军占领，从燕京大学所在地海

淀往返城里，须经过日本兵的岗哨，日本兵荷枪实

弹，时时会对行人搜身，殴打。每经至此，我都感

到万分屈辱，痛恨日军的侵略行径，加深了强国图

存的决心。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办的大学，当时不

仅拒不接受日方的干预，而且在校内暗暗支持反日

爱国活动。日本对此早就恨之入骨，因此，在 1941

年 12月 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早晨，日本

军队就开进燕大，进步师生遭到了逮捕，其余学生

一概驱出校园。虽然后来接到通知要大家到伪燕京

大学报到就学，但我不愿入敌伪学校，遂独自离家

赴内地求学。当时教育当局有个规定，凡沦陷区来

的学生，可到任意一个国立大学“借读”。我本来在

物理系只差半年就可以毕业了，但却在“航空救国”

的思想影响下，选择了在乐山复校的武汉大学航空

系，这就要从头念起。这个行动很明显地说明了我

们那代青年的强烈的救国心情。  

1943年春，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我于是离开

武汉大学回到燕京大学念物理系四年级了。在成都

待了半年毕业后，我与同班同学范绪篯一起到中央

无线电器材厂研究室工作，不久后结婚。兵荒马乱

的年月，我们一起随厂辗转于桂林、贵阳、昆明等

地，甚至在我和绪篯的蜜月中，我们的行李中还带

着半箱准备烧制高压绝缘材料的滑石，曾找到一个

铁匠铺继续烧炼，可见那时我们对工作的投入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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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痴心的程度。 

留美生涯 

“二战”结束后，怀着科技救国的理想，我参

加并通过教育部举办的留美考试，获得用官价外汇

（约为市场美汇的 1/20）出国学习的机会。1947年 

8 月，我登上前往美国的轮船，此时，大儿亚宁刚

出生四个月。 

我申请的是加州理工学院，因为它当时的教授

阵容十分强大，仅物理系就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难怪学校名满天下，学生趋之若鹜。我之所以选择

该校，也是在国内慕名的结果。但是，我所不知的，

就是美国各大学学科发展的重点是各不相同的。加

州理工学院的航空、物理、化学、生物等系都是世

界闻名的，但微波物理与技术却是以斯坦福大学物

理系独占鳌头。我的个人兴趣和几年来在工厂工作

的性质，都倾向于更接近实际应用的微波物理与技

术。当我了解了这些后，就下决心要转学。我用了

9个月，在加州理工学院得到了一个硕士学位。1948

年秋，经时任加州理工学院校长、诺贝尔物理学奖

得主密立根教授的推荐，我转到了斯坦福大学。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核物理是物理

学科中的热点。斯坦福大学物理系一个重要的研究

方向就是开展了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研究。与之相关

的基础性的探索研究则表现为许多博士生的论文。

我的论文题目是研究在有电场和磁场交叉的空间，

有电子束通过时，会不会有放大作用。  

从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的学

习过程中体验到，美国教育体系是各个大学在学术

方向、培养目标、课程安排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

很少雷同。这样学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志趣就学，

学校也可以不拘一格地教育出不同类型的人才了。

受益于此，使我能按着自己喜欢的方式学习知识和

技能。我的学习与有些人是不同的，除了上课学习

基础知识外，用了相当的时间学习实际动手的能力。

我从实验室的技术人员身上学习了多种焊接技术、

探漏技巧、金属部件的焊前化学处理、阴极材料的

激活方法等。我关注这些实际工作中会遇到的技术

问题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考虑到回国以后，脱

离了美国实验室的环境，自己不掌握它们就恐怕难

以推动工作；第二是我有自己动手的习惯。当然实

验室内西方研究人员亲自动手的作风也深深感染了

我。这个自己动手的能力使我后来到芝加哥能独当

一面建成加速器和回国后建造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

器时有了重要的信心。因为我不仅学习了有关的理

论，了解其中的道理，而且能亲自动手，知道如何

实现它。如何把思想中的事物变成现实的东西。这

里应该指出，动手能力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操作技能，

它指的是对一个大系统中硬件的全面特性，包括生

产过程，有一定的理解和掌握，这样才能在大系统

出现问题时，有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1951年 9月，我终于交了博士论文，办好一切

手续，搭上邮轮驶离旧金山，踏上了几年来日夜盼

望的归国之旅。这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生大

都摩拳擦掌，预备回国在祖国的建设中一显身手，

贡献所学。在我乘坐的船上就有几十名回国留学生。

不料，船到中途檀香山时，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

局官员根据美国 1918年的一项立法，禁止我和另外

几个学习科技专业的留学生离境，并要检查我携带

的行李。由于时间紧、箱子笨重，那些人只检查了一

个箱子，发现里面全是书籍，于是决定返回旧金山时

再行检查。应该感谢他们的官僚主义和十分马虎的

作风，我返美后，委托朋友很容易地把箱子从海关

仓库里取了出来。 

在回国的船上，他们为什么特别要检查我的行

李呢？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在时任中国科学院秘书

长钱三强教授的支持下，我和同学在美国采购了一

批实验器材，准备作为我的行李带回国，以便建立

自己的微波电子学实验室，这些器材在当时都是禁

运的。虽然我们采购和装箱时都很小心，也顺利蒙

混过了海关的检查，但在动身之前的一天晚上，我

还是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的调查。他们问

我回国后是否愿意为共产党政府工作，我说共产党

政府是主张建设国家的，而我留学的目的正是要求

得学识来建设祖国。这也许和我归途中在檀香山被

扣，并要求检查行李有些蛛丝马迹的联系。 

再次来到美国，我先在俄勒冈州立大学执教了

一年，后又回到斯坦福大学的微波与高能物理实验

室，担任研究助理。半年后，我被实验室派到芝加

哥一家医学中心，独立负责研制一台能产生高能电

子束用来治疗肿瘤的加速器。当时我自感对此项工

作缺少经验，心怀畏惧，同时也觉得这是掌握世界

尖端技术，将来可以报效祖国的绝好机会。我登报

招聘到一个退伍的雷达老兵作助理，经过两年多的

日夜忙碌，在完全无例可循的情况下，克服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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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技术难题，终于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使用高能

电子束治癌的加速器，并应用于患者的治疗。这引

起了芝加哥舆论界的注意，在当地日报上曾有大篇

幅的报道。20年之后，时任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

所长的潘诺夫斯基 1976年初次访华来到北京，他与

我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你在

芝加哥建造的加速器仍在运转”。在 1979 年，我到

芝加哥费米国家实验室访问，时隔 23年，见到我做

的那台加速器仍在运转为患者治病。想到自己的工

件能造福人类，我感到很大的欣慰。 

现在回想起来，承担了这件棘手工作，使我得

以从头到尾亲自解决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研制和应用

的全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积累了实际的经验，因

为很多问题自己原来并不熟悉，也让我建立了不懂

可以学懂的自学信心，并懂得了培养年轻人要委以

重任的“压担子”的道理。这也为后面将要谈到的

回到国内能在一穷二白的困难条件下，自力更生地

建成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 30MeV电子直线加速器，

提供了必要的信心和经验。 

恰巧在这时，周恩来总理在 1954年的日内瓦会

议上，向美国提出了美国扣留中国学生的问题。1955

年初，我接到美国移民局来信，要我在做永久居民

和限期离境之间做出抉择，我当然毫不迟疑地做了

尽早回国的决定。 

回国工作 

回国后，我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后于 1958年改

为原子能所，1973年改为高能物理所）工作，同时

在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讲授微波技术和

加速器相关课程。 

回国之初，因为我在美熟悉电子直线加速器的

业务，当然是希望开展电子直线加速器的有关工作，

把自己的所学贡献给祖国。但做什么样的电子直线

加速器呢？这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做一台使用磁控

管的低能加速器，这是比较简单易行的。而另一种

选择，是建造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

电子直线加速器以直线加速结构为基本单元，将多

个这样的结构串连起来，便可将加速器的能量成倍

提高，由此可获得极高的能量，这样就可以为我国

以后发展高能物理实验研究奠定基础了。建造一台

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技术上存在许多困

难，但我当时以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因而选择

了后一条技术路线。  

我们要建造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应

该建立在国际上已有的尖端科技水平的基础上，而

研制小组成立初期，面临的情况却可以用“一无所

知”和“一无所有”两句话来形容。“一无所知”是

指研制小组以一批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为主力，他

们对加速器理论和技术一点都不了解，甚至有不少

人是第一次听到加速器这个名词。“一无所有”是因

为当时我国正处于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工业是国

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在国际关系上那时处于孤立状

态，严重缺少研制建造加速器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

举例来说，在国外时，制作加速器所使用的零部件

都是现成的，而在国内则需要自己动手制作。为了

一个零部件，我们跑遍了国内的工厂，亲自和工人

一起干。时间最长的一个零部件，做了将近两年。 

尽管现实条件十分困难，但我们并未被它吓倒。

经过 8年的艰苦探索研究，中间经历了“反右”“整

风”“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等政治运动和三年

困难时期，终于在 1964 年成功地建成我国第一台

30 MeV可向更高能量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它建

成之后，在应用上，为国防建设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在基础研究上，为 20年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

造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加速器领域培养了一大批有

实际经验的人才。 

1988年 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实

现了对撞，从而使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中国在高科

技领域应占有一席之地”得到了实现。我有幸从

1980年起，从开始讨论方案、进行设计，到制造安

装，担任它的技术负责人。对其中经过，颇多身历。 

回顾历史，在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开展高能

物理实验研究，乃是我国物理学家长期以来梦寐以

求的理想。从 20世纪 50年代后期，就曾几度筹划、

酝酿。1972年张文裕先生率领我等给周恩来总理写

信，建议建造一台高能加速器，开展高能物理实验

研究。寄信后得到周总理的批准。至此，事情才开

始正式启动起来。1977年 11月中央批准代号为“八

七工程”的高能加速器的建造任务。这个工程选定

建在北京市郊昌平县境内十三陵西南，加速器简称

BPS，能量指标几经调正，最后确定为 50GeV。 

1980年底，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基建收缩。中

央决定“八七工程”下马，但高能不断线，可在玉

泉路高能所，利用“八七工程”预制经费的剩余部

分，进行较小规模的高能建设。此时高能所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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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是如何调整。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对加速器

方案有：电子还是质子？慢加速还是快加速？强流

还是弱流？能量高些还是低些等方案，在这 4 项考

虑中，后 3者都是质子方案。 

就在这动荡时期，李政道教授作为中美高能物

理联合委员会的联系人，建议中方同美方进行交流、

协商。1981年 3月，朱洪元、我和当时在美的访问

学者叶铭汉在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FNAL）与美

国参加合作的几个实验室的所长和专家们，举行了

非正式的、通报中国高能调整方案的讨论会。在各

种建议中，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所

长潘诺夫斯基提出了建造 2.2GeV 正负电子对撞机

的建议。经过讨论，与会者大多同意这个建议，认

为它有明确的物理目标，造价也适合中国的规定。

朱洪元教授和我对潘的建议进行了非常详细慎重的

研究，觉得它能量不是很大，规模适中，但可做国

际上前沿的物理工作，而且有兼顾同步辐射应用的

特点，这是我国在当时高能经费收缩的条件下，仍

能在高能物理方面迎头赶上世界先进科研行列的极

好方案。我根据 SPEAR（SLAC当时正在运转的对

撞机）对撞机当初的造价，以及从银行资料中，估

算了物价变动后在美国造这么一台机器的造价。这

样，2.2GeV对撞机的轮廓逐渐勾画出来了。朱洪元

和我从美回国后的主要工作是把对撞机方案向领导

和有关方面汇报，解释疑问，争取支持。1981 年 5

月初，由中国科学院学部与“八七工程”联合召开

了有多数国内知名物理学家参加的“香山会议”。会

议结果基本肯定了对撞机方案。 

BEPC自 1981年落实方案开始筹建以来，1982

年完成了包括注入器、储存环、谱仪、束流监测控

制和基建要求、造价估计的初步设计，开展了预制

研究。1983年改进了设计，个别预制样机研制成功。

1984 年 10 月 7 日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为

BEPC 工程奠基，标志了工程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

段。1984底能量倍增器试验成功，90MeV电子直线

加速器出束。1985年主要设备分别交货。1986年进

行安装，1987年开始总调，正电子注入储存环，1988

年 7月同时储存了正、负电子束，10月实现了对撞，

真可谓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在工程即将完成的 1986 年，我主动辞去了

BEPC 工程经理的职务。接力棒传到了工程副经理

方守贤的手里。他年富力强，精明强干，曾在苏联

学习加速器技术，熟悉业务。在他的领导下，BEPC

于 1988年顺利实现了对撞，性能不断提高。 

BEPC 的优异性能为高能物理实验创造了条

件，由而获得了多项高能物理的重要成果。一机两

用，也同时使应用广泛的同步辐射的研究成为现实。

如此精尖庞大的科研工程，没有经过大的反复和挫

折，说明参加总体设计人员的努力收到了效果，高

能所没有辜负国内外的广泛支持和期望。最终它达

到国际先进性能指标，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

树立了我国科技领域的一个显赫的里程碑。BEPC

的成功，大大地增强了我们向高能技术领域发展的

信心。国际上认为艰巨的科研工程，我们竟以优异

的性能指标完成了。这不但说明了我们队伍的技术

水平，也同时说明了我们对大科研工程的管理，达

到了很高的水平。 

1989年，国家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主要参

加人员颁发科技进步特等奖，我排名第一，得此殊

荣，我感到无比荣幸。 

20 世纪 80 年代，我注意到国际上自由电子激

光的发展。自由电子激光工作的媒质是由加速器产

生的自由电子，与常规激光波长决定于原子、分子

能级跃迁的原理有根本的不同，它的波长随加速器

产生的电子能量而变，因此是连续可调的。另外，

由于它用电子束作为工作媒质，有产生极大功率的

潜力。因此，它发明之后，世界科技先进国家凡有

加速器条件的实验室，风起云涌，竞相开展这方面

的研究。但是，它也是一个对实验条件要求十分苛

刻的课题，因此，在众多的研究者中，约有半数装

置未能工作。这也说明研制工作是有较大难度的。我

认为，以我的专业经验和高能所的人才队伍及设备

条件来说， 承担这项任务是非常合适的。自由电子

激光的技术虽然复杂，但规模并不庞大，这也就适

合我的健康不佳但仍想做点有益的工作的情况， 因

此就向“863 计划”提出申请。后来得到批准，由

我担任“北京自由电子激光（BFFL）”课题负责人。  

BFFL项目 1993年底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成为

继美国、西欧之后，亚洲第一台饱和出光的红外自

由电子激光装置。我国的自由电子激光的研究成果

在国际上终于占有了一席之地了。 

2000 年我已 80 岁了，虽如三国时代曹孟德所

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过，无论精神、体力

终究是力不从心了。但还总是想做点于国于民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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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而不愿陷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状态。

我从事与电子直线加速器有关的科研工作已五十余

年，几十年来在心中孕育着一个问题，就是低能电

子直线加速器在科研和生产中的应用是加速器中最

为广泛的。但是它结构复杂、价格高昂、需要较高

水平的维护人员。我们能否简化它的结构和使用要

求，减小装置的体积和重量，降低它的造价，以便

更能扩展它在国民经济和科技研究的应用呢? 我经

过长期的思考，终于产生了在整体结构上有所创新

的、简化电子直线加速器的想法，并带领博士生们

做了大量的模拟研究、系统搭建和原理性试验。目

前这个新型电子直线加速器可以说可行性已得到验

证。因此我很希望找到发挥它特定的领域，加以实

际应用。 

人生感悟、青年寄语 

我 1955年回国至今，已经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了

57年。回国之初，我国的科技事业刚刚起步，几乎

是一张白纸，一切从零做起。而短短的半个世纪，

如今在航天、核能、高能物理、现代农业、生物、

化学、医学等诸多领域，已经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这些成绩的取得，源于国家对科技发展的鼎力支持，

归功于千百万科技工作者执着的努力。能够见证中

国科技发展的历史，并以个人微薄的力量参与其中，

作出一些贡献，是我的幸运。我个人所取得的成就，

应该归功于伟大时代，归功于前辈的启迪，归功于

科研集体的共同努力。 

几十年来，时常有人问起，是否后悔当年回国

的决定，我总是回答“我不但不后悔，而且感到非

常庆幸，做了正确的回国的选择。使我有机会施展

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祖国建设服务”。这完全是我至

今的心态。事实上，在我 1955年回国之初，有记者

也问过我为什么要回国，我曾告他：我留学期间学

到了一点点本领，留在美国工作只是“锦上添花”，

而回到祖国则是“雪中送炭”。希望自己能对生我育

我的祖国作出些贡献，乃是我们这代留学生的普遍

心声。 

众所周知，社会需要的是德才兼备的人才，而

又以德为主。要做一个正直、正派的人。一个人没

有成为伟大的人物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这需要特殊

的能力与机遇，但若没当好一块“平凡”的砖瓦却

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作为一个有道德的、勤奋敬业

的优秀公民是谁都应该而且可以做到的。 

在学校读书求知，如入宝山，俯仰即得。但人

的精力有限，终究要集中于某些方面。我是搞科学

技术的，对科技自然有些偏爱，也深知科技对一个

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性，故此殷切地希望有更多的青

年献身于此。要知道，在漫长的求知、致用的科研

道路上，进入大学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即便有了

博士学位，也只是科研事业的开端。因为，一个人

占有的知识终究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掌握学习方

法，这才是拥有了活水的源头，它会使你终生受用，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从大学到留学，我都是学习物理的，但一生所

作所为又大都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参与过几项大

科学工程。同时，我早年是经常自己动手的，相信

“说”与“做”的统一。在这个背景下，可能使我

的认识有经验主义的倾向，不过如果我的手脑兼用

的经验，能对从事综合性强的实验工作者有点参考

价值，我也就会感到十分的满足了。 

法国勒布蒂特教授曾说过，他如果像猫那样真

有 9 条命，他希望用 9条命都来进行科研工作，中

国也有一句话，“九死不悔”，我自身对科研工作的

爱好颇能使我体会到这些话的感情境界。但可惜“神

龟虽寿，终有尽时”，我觉得我国加速器界还有大量

的重要的工作要做，应该尽快填补空白、迎头赶上。

但这些只好留待后人了。 

曾经两次获诺贝尔奖的英国生物学家桑格说：

“有的人投身于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得

奖，而且一直千方百计地考虑如何才能得奖，这样

的人是不会成功的。要想真正在科学领域有所成就，

你必须对它有兴趣，你必须做好进行艰苦工作和遇

到挫折时不会泄气的思想准备。” 

20 世纪 80 年代，我曾有机会游览敦煌胜迹，

看到了锦绣河山，体会到中华民族悠久的灿烂文化

传统，我不禁慨慷系之。深感我们后代不应只吃辉

煌过去的老本，应该把祖先业绩发扬光大，要抓住

机遇，努力赶上世界的前沿，作出不愧炎黄子孙的

贡献。曾写小诗明志:  

老来藉会到凉州，千古烟霞眼底收。  

绿被兰山左氏柳，雄关嘉峪古城头。 

黄沙漠漠丝绸路，白雪凝凝川水流。 

石室宝藏观止矣，跃登天马莫淹留。 

愿以此与青年人共勉。
 








